
环保执法的创新补偿效应：

来自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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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环保执法作为一种“硬约束”，

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0年企业层面环保处罚数据和上

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利用泊松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效应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保执法能够促进企业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

在更换被解释变量、改变计量回归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

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创新补偿效应，刺激企业增加绿色投资，促进企业进行绿

色技术创新；长期来看，绿色投资是环保执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稳定且持续的机制。环

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成本效应，环保处罚会增加企业绿色费用，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环保执法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影响更为显著，环保执法虽然促进了企业绿色专利数量的增加，但并没有促进企业的绿

色专利质量的提高；相较于警告类和罚款类环保执法，没收查封扣押类环保执法更能产生威

慑作用，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理解绿色技术创新动因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

也为进一步完善环保执法体系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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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期，确保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环境弊病从长期而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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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保护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

度。《工业“十四五”绿色发展规划》指出，我国要推动生产过程清洁化转型，企业在打造更清洁

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要主动提升清洁生产技术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深入推动环境

污染防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并且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确立为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这意味着找到一条兼顾“生态优美”和“经济稳健”的经济

绿色化转型之路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是实现绿色发展行之有效的途径，是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选择。

为推动以上政策目标的实现，我国把绿色技术创新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2019年，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联合印发《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

见》，绿色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务。此外，我国也分别从环保立法、环保司法

和环保执法等方面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保障。在环保立法层面，我国颁布了以

《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众多生态环保领域法律法规，这些法规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

律基础。在环保司法层面，环保法庭自2007年试点以来逐渐完善，这体现了我国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的全面加强。在环保执法层面，我国推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以及环保行政处罚制度，

从而使得环保执法在机制体制上得到了强化。2020年，全国共下达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

12.61万份，罚没款数额82.36亿元，全国适用《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五类案件总数16653件①，

政府环保执法力度也在空前加大。在以上三者中，环保执法作为事后执法手段，是维护环境

法规执行的关键环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建设健全的环保法规体系并确保其有效执行，有助

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向平衡，推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那么，在我国亟需转换

发展方式，形成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环保执法能否作为一种“硬约束”，助力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如果存在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何种机制在支撑这种效应？更进一步地，不同

条件下这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这无疑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究能够为检

验我国环保执法的效果提供重要参考。

然而梳理相关文献，学者们对环保执法和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现有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关于环保执法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例如探究环保执法与经济发展、产业发

展之间的关系。环保执法可以改善环境质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冯

采等，2022）；环保执法有助于提高工业竞争力，但两者之间是非线性促进关系（Stavropoulos
et al.，2018）。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围绕环境规制工具以及“波特假说”展开。此外，

关于环保执法对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制的文献从行业和区域层面研究的居多，从企业层面进

行分析的文献仍有欠缺，即使是从企业角度研究，学者也主要从企业环境治理的效果（陈晓艳

①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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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21）和企业环境绩效的评价（沈洪涛、周艳坤，2017）等方面展开。其次，不少研究利用双

重差分法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在某项环保政策颁布前后的变化，例如将“三同时”制度、“环保约

谈”制度或“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某项环境法规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而忽略了从事后角度整体评价环保执法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讨环保执法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微观作用机理，本文将环保行政处罚

金额作为环保执法的代理变量，利用 2010—2020年上市公司环保行政处罚数据和上市公司

绿色专利数据，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企业受到环保处罚之后的1～3年内是否会进行绿色技

术创新；环保执法是否影响企业的绿色投资及绿色费用，这一影响作用能否传导至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是否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污染程度以

及企业绿色专利质量而存在差异？为探究以上问题，本文将绿色投资和绿色费用纳入研究框

架中，研究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作用机理。在研究视角上，结合环保体制深

化和经济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进行研究，进一步拓宽环保执法的

研究边界；在研究内容上，将绿色投资、绿色费用纳入研究框架，从“创新补偿效应”以及“成本

效应”两个方面识别了环保执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与长期机制，同时研究环

保执法对企业绿色专利质量的影响，为环保执法的深入推进提供参考证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1）对于政府环境规制的效果，现有文献主要是从

事前环保立法等角度分析，极少文献从企业违规后政府执法角度分析环保处罚对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影响，本文补充了事后环保执法层面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现有

文献研究结论。（2）关于环保执法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以往大多集中在行业和区域层面，随

着企业环保执法信息数据的日渐公开化，本文克服了以往数据搜集难题，手工收集了我国企

业层面的环保行政处罚数据和绿色专利数据，是对现有研究结论的微观补充。（3）现有关于环

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多侧重于直接效应分析，而探究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微观作用机制也十分重要，因此本文进一步将企业绿色投资和绿色费用纳入研究

框架中，利用泊松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环保执法、企业绿色投资、企业绿色费用以及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对现有文献研究进行了拓展和深化。

二、文献综述

为治理环境污染，各国相继推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当前主要的环境规制工具可

归纳为三大类型：首先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涉及相关行政机关以法定形式设定环境标

准，通过行政命令迫使企业遵循环境规制，并对违法违规企业实施惩戒；其次是市场激励型环

境规制，即通过市场机制和信号来引导排污者的决策行为；最后是自愿型环境规制，指的是企

业或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自发采取的行动和标准，自愿型环境规制鼓励企业自愿地跨越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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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要求，致力于实现更高的环保标准和自身可持续经营。由于中国环境规制尚处于发展阶

段，强行推行市场激励型规制政策难以实现令人满意的污染控制效果，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的污染控制主要以政府的命令-控制型规制为主导，而环保执法正属于命令-控制型环境

规制的一种。

根据制度理论，企业被视为制度的遵从者，制度通过法律规范、行为准则和社会期望等方

面对组织进行引导，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健运营和生存，组织被迫遵守这些制度规则，意味着企

业不仅需要遵守法律法规，还需考虑社会的道德期望，以确保其在社会中的可持续发展。环

境规制的实施能否在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实现平衡，从而激励企业朝着绿色技术创新的

方向发展，这个问题存在争议，并且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目前学术界关于环保执法和绿色

技术创新的研究结论主要有正向促进关系、负向抑制关系和U形门槛关系三种。其中第一支

观点认为，企业受到环保处罚之后，其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会增加。1991年，Porter的实证检验

表明，适当的环境法规和绿色技术创新之间是正向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Porter，
1991）。除此之外，命令-控制型环境法规在刺激绿色技术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Demirel &
Kesidou，2011），具体而言，企业受到环境监管之后，更有动机进行绿色技术创新（Berrone et
al.，2013），即环保处罚会“倒逼”污染企业加大绿色创新投资力度，促进企业提升绿色技术水

平，从而达到治污减污的目的（赵敏、赵国浩，2021）。Zhu等（2021）利用中国2005—2014年86
家钢铁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异质性环境监管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得出

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促进效应。另一支观点认为，环保执法

会阻碍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政府对企业的环境监管会加大企业

生产成本，挤占企业利润，最终阻碍经济增长。Conrad和 Wastl（1995）等利用 1975—1991年
德国10个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得出环境监管会通过增加企业的成本进而对企

业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还有一支观点认为环保执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门槛

效应，由于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当企业面临环境监管时，由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不同，企

业对新技术的研发投资也有所不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也因环境调控强度的不同而存在差

异，环境调控强度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较弱，随着环境调控强度的增加，环境调控对绿

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变得显著，因此，环境监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是一种U型关系

（Lanoie et al., 2008）。例如，Jiang等（2023）利用中国2008-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

得出环境监管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是一种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这种U形关系尤其

体现在中国西部地区，即环境监管存在门槛效应。

更进一步地，也有不少学者研究环保执法对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行业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的影响效应。Zhou等（2023）运用三重差分法，研究发现在强环境监管地区和重污染地区，环

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更显著。Liu等（2021）以《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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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自然试验，得出结论表明，该法规对于第二产业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影响较为有限，而对于所

在地区行业竞争激烈以及行业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梳理发现，既有关于环保执

法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深刻洞见，但是仍然有值得进一步推

进的方面。第一，现有研究主要探究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即使是

研究二者关系，也大多从行业和区域角度分析，而较少从微观视角探究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第二，现有研究未将企业绿色投资以及企业绿色费用纳入研究框架，

然而厘清环保执法、绿色投资、绿色费用以及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检验我国环保

执法的效果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现有研究主要用双重差分法（DID）方法，将某一环保法规

的颁布作为准自然试验探究二者关系，然而从环保执法全过程角度分析环保执法和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尤为重要。

三、环保执法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理分析

（一）作用机制与理论假说

根据图1中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环保执法可以直接作用

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根据广义的希克斯理论，企业违规的隐性成本是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的来源，以最低成本维持法定排放标准的动机也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激励效应之一（Newell et al., 1999）。环保执法作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一种，会对企业行

为产生重大影响。首先，企业受到环保处罚时，其成本费用会因此加大，进而挤占企业利润空

间，降低企业收益率（王依、龚新宇，2018）；环境违规行为不仅对企业的信用水平产生不良影

响（Zou et al.，2017），也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选择，导致消费者对企业违规行为产生负面情感

道德反应，这些反应具有传染效应，促使其他消费者对公司发表负面言论和进行抗议（Grappi
et al.，2013）。其次，一些重度处罚可能会使企业面临数额巨大的罚款甚至是停业整顿，这不

仅会增加企业成本，更会损害企业的经营绩效。最后，基于声誉理论，个体或组织的声誉在社

会中有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关系到其在社会中的形象，还可能涉及到商业、政治等方面

的机会，因此组织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动机，使其倾向避免产生犯罪行为，以免受到声誉损害。

综上所述，企业面临环保处罚时有很强动机改善环境治理（陈晓艳等，2021）。此外，当企业面

临环保处罚时，其违反环境规制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有可能大于其合规成本，为了实现生产运

营的合法性，避免因不遵守法规而受到惩罚，企业会更倾向于进行生产过程创新和绿色产品

创新，而这一过程也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因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说1：
H1：环保执法能够促进企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将导致清洁型企业相对于污染型企业而言承担更低的生产成本，从

而导致清洁型企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王书斌、徐盈之，2015）。当清洁型企业相对于污染型

企业更加具有成本优势时，那么更多企业会转向清洁生产并增加绿色投资。绿色投资可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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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企业日常支出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本化投资支出，即企业生产建设全过程中有关的污

染预防、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最终可形成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投资支出（赵领娣、王小飞，

2022）。在我国“双碳”目标日益严峻以及监管部门对企业环境行为关注度加强的背景之下，

消极被动地应对政府环保执法将不利于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企业需要改变生产经营

决策，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并且生产出更多环境友好型产品。此外，高额罚款也会对企业排污

行为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鼓励企业加大减污技术的投资（Taschini et al.，2014），参与环境补

偿项目（Lee & Xiao，2020），最终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

理论假说2：
H2：环保执法能够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刺激企业增加绿色投资并促进企业提升绿色技术

创新水平。

绿色费用可以界定为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活动时所形成的费用化支出，如环境治理、生态

恢复治理产生的河道清洁费、环境治理费等各项费用（赵领娣、王小飞，2022）。绿色费用主要

用于处理环境污染的后果或进行环境赔偿，属于一种相对被动的末端环境治理手段，往往难

以直接介入企业的生产过程，且在增加经济成本的同时无法有效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图

1的传导机制表明，环保执法能够产生成本效应，即环境规制也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引起

绿色费用增加，降低企业利润以及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Popp et al.，2010）。当企业

受到环保行政处罚时，一方面企业会通过增加治污支出来控制污染排放，另一方面企业则会

提高污染治理技术水平，而这两种方式都必然会增加企业成本费用，对企业利润率产生负面

影响，即环保执法能够产生成本效应。 当绿色费用增加时，那么用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

发投入资金就难以有效保证，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理论假说3：
H3：环保执法能够产生成本效应，增加企业绿色费用，挤占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从而抑制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图1 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

（二）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Berman和Bui（2001）的局部静态均衡理论为基础，采用了局部静态均衡模型，

局部静态均衡模型将企业的生产要素分为准固定要素和可变要素。假设企业处于完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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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那么企业的成本可以设置如下：

CV =F(YP1P2PNZ1Z2ZN) （1）
其中Y 表示产出，Pi 表示可变要素价格，Zi 表示不变要素价格。那么，企业的资本投入可以

表示为：

K = α +PYY +å
i = 1

N

ri Pi +å
i = 1

M

βiZi （2）
环保执法对 K 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dK
dR

=PY (dY
dR

)(1)+å
i = 1

N

ri
dPi
dR

(2)+å
i = 1

M

βi

dZi

dR
(3) （3）

其中 R 代表政府部门环保执法，式（3）右式第一项表示环保执法通过影响产出进而影响资本

投入。具体影响路径如下：环保执法通过行政处罚，“关停并转”等影响产出，从而造成一部分

产出减少，进而对资本投入造成影响。 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环保执法对其他要素的价格几乎

不产生影响，因此式（3）中右边第二项约为0。式（3）右边第三项反映环保执法通过影响企业

采取应对措施所付出的成本从而对 K 产生影响，企业成本随环保处罚的增加而增加，因此

dZ/dR > 0 ，β 的符号由应对资本投入和应对环保执法投入之间的关系决定。由于企业面临

环保执法具有环境治理方式异质性，假设完全竞争市场有 N 个企业，P 为产品的价格；Z 表

示企业是否进行清洁生产，Z =1表示企业只致力于生产，并且采用“污染”的生产技术，Z <1
表示企业采用清洁的生产技术，但是会使企业损失一部分产出。其中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

拉斯形式。

Q = ZLαK
β

（4）
其中 L 和 K 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由于污染和产出具有正向的关系，假设 d 为企

业产出和污染之间放系数，δ 为清洁生产技术 Ζ 的排放效率。污染排放函数设置如下：

E = dZ δQ = dZ δ + 1LαK
β
，0< d <1 （5）

当 Z < 1，δ > 1，表明清洁生产技术产生的污染物少，当 δ越大，表明清洁技术产生的污染

物越少。再结合企业生产函数和污染排放函数，则可以将企业生产函数 Q 和利润函数 π 可以

分别表示为：

Q = d
-1

1 + δ L
δα

1 + δ K
δβ

1 + δ E
1

1 + δ （6）
π =PQ -PLL -PKK - tE （7）

其中 PL 和 PK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价格，t 表示政府对单位污染物的处罚。

假设企业面对环保处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加绿色费用，主要表现为末端治理；另

一种是增加绿色投资，主要表现为前端治理。设 θ 为绿色费用系数，绿色费用系数增加主要

表现为政府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惩罚力度加大，其中 θ也可用政府对单位污染物的惩罚 t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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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t>0。末端治理时企业采取“污染”技术进行生产会受到处罚，此时 Z = 1Q = LαK
β
。

E = dLαK
β ,那么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π =PQ -PL L -PKK - tE ，即：

π =PLαK
β -PLL -PKK - tdLαK

β
（8）

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为：

¶π
¶L

= αPLα - 1K
β -PL - tαdLα - 1K

β = 0 （9）
¶π
¶K

= βPLαK
β - 1 -PK - tβdLαK

β - 1 = 0 （10）
由式（9）和式（10）可得最优的资本投入为：

K =
βPQ - tβdQ

PK

（11）
由上式可知 ¶K

¶t
< 0 ，说明环保执法会导致企业绿色费用增加，绿色费用的增加会提高企

业的成本，影响企业资本投入，从而使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下降。

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因此企业面对环境治理时往往产生被动性唐国平等，2013；包群

等，2013）。绿色投资具有专注于创造环境效益的特点，这也决定了企业投资的保守性，企业

决策者基于理性假设，会采取“搭便车”的决策。在此之下，以环保执法为代表的政府环境规

制成为影响企业绿色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出发，无视政府环境规制往

往导致企业在未来面临环境诉讼以及环保处罚，而这会影响到企业未来的经营现金流（刘凤

元，2010）。在这样的机制下，企业被迫在前期做好环境治理工作，增加对应的投资，以缓解未

来发生的法律和财务风险。绿色投资的增加也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绿色投

资作为可持续发展投资的一种，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和创新动力。从创

新创造环境的角度看，企业的创新水平与其研发条件紧密相连，绿色投资为企业层面的研发

提供了资金支持（Zheng et al.，2021）。 绿色投资的介入会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设备的购

买和清洁生产线的建设、人才投资以及绿色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从而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水平的提升（Haller & Murphy, 2012）。同时，随着企业绿色投资的增加，企业也会进一步提

高生产过程中清洁回收的标准，以及生产后废水、废弃、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的管理（Nason et
al.，2018），而这些都对清洁生产过程和污染处理的绿色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从而促使企业提

高生产过程中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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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patenti t = β0 + β1 ln Penaltyi t - 1 + β2 ln Con tr oli t - 1 + λi + μi + εi t （12）
其中 ln patenti t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的绿色创新能力，ln Penaltyit - 1 表示企业 i在 t-1年的环保

处罚，ln Con tr oli t - 1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λi 为年份固定效应，μ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εi t 为随

机误差项。本文主要关注系数 β1 ，如果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促进效应，

那么 β1 显著为正，反之 β1 显著为负。

企业受到环保处罚之后，主要采取两种治理方式，一种为增加企业绿色费用，另一种为增

加企业绿色投资。绿色费用即污染后的治理或补偿，属于末端治理，而绿色投资将环境治理

融入到企业整个生产过程中，属于前端治理。为进一步探究环保执法通过绿色投资和绿色费

用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微观作用机制，本文进一步将模型设置如下：

ln gfei t = β0 + β1 ln Penaltyi t - 1 + β2 ln Con tr oli t - 1 + λi + μi + εi t （13）
ln patenti t = β0 + β1 ln Penaltyi t - 1 + β2 ln gfei t - 1 + β3 ln Con tr oli t - 1 + λi + μi + εi t （14）

其中式（13） 中变量 ln gfei t 表示企业 i 在 t 期的绿色费用，本文对企业绿色费用取对数处理，

ln gfei t 为被解释变量，研究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费用的直接影响。式（14）中以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总效应分为环保执法对企业绿

色专利数量的直接效应和环保执法通过绿色费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传导效

应。式（13）和式（14）的其余变量，与式（12）相同。

ln givsti t = β0 + β1 ln Penaltyi t - 1 + β2 ln Con tr oli t - 1 + λi + μi + εi t （15）
ln patenti t = β0 + β1 ln Penaltyi t - 1 + β2 ln givsti t - 1 + β3 ln Con tr oli t - 1 + λi + μi + εi t （16）

其中式（15） 中的变量 ln givsti t 表示企业 i 在 t 期的绿色投资，本文对企业绿色投资取自然

对数处理。 ln givsti t 为被解释变量，研究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投资的直接影响，式（16）中将

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总效应分为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专利数量的直接效应和环

保执法通过绿色投资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传导效应。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采取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企业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环保执法

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微观作用机制。文章数据来源如下：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的绿色专利 IPC分类号，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筛查，最终形

成了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文中所使用到的企业财务信息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
MAR）。为了控制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数据做了以下处理：为了克服数据中异常

值的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上剔除了ST，*ST，PT
等非正常交易的公司以及金融类企业。经过处理，得到样本量为20879的面板数据，表1为本

文描述性统计结果。考虑到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时间延迟性，对部分解释变量做了滞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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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理。

1. 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lnpatent），本文选取绿色专利的申请数量作为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的指标。选取这一指标主要有以下原因：技术创新最能够体现企业对资源的投资以及对资源

的使用效率，因此选用绿色专利的申请数量作为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更能代表企业的创

新产出以及企业的创新水平（Dosi et al.，2006）；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相对于企业绿色专利授权

数量更能反映企业创新水平的现状，专利授权过程可能受部分因素干扰。鉴于存在部分企业

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为零的情况，为了妥善处理这种情况，本研究采用对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加一并取其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Prechel和Zheng（2012）等人的研究，将环保行政处罚金额视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对

其取对数处理，以此衡量企业所受环保执法的强度。具体而言，环保行政处罚的金额的增加

代表了企业受到更严格的环保执法，其数据来源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数据库。

3. 控制变量

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借鉴Guo等（2023）和Zhang等（2023）等学者的做

法，文章还引入了一系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1）企业年龄（Age）：采取企业上市年

龄来表示企业的成熟度。（2）企业规模（lnasset）：使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规

模大小，企业总资产越多，企业规模越大。（3）企业资产负债率（Lev）：采取企业总资产除以总

负债的比率来衡量企业资产负债程度。（4）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企

业净利润和平均净资产的比率，用其衡量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企业

的长期盈利能力越强。（5）企业托宾Q值（TbinQ）：托宾Q值为企业的市场价值和重置资本的

比率，使用托宾Q值来衡量上市公司的业绩和成长性。（6）企业股权性质（Soe）：Soe用来区分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则Soe赋值为1，如果是非国有企业则Soe赋值为0。
（7）企业研发投入（lnrdamt）：用企业研发投入金额来衡量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研发投入

金额取自然对数处理。（8）人均GDP（lnpgdp）：使用城市人均GDP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地区经济

发展程度，城市人均GDP越高，该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

4. 机制变量

本文将绿色投资和绿色费用引入分析框架，借鉴赵领娣和王小飞（2022）的思想，将企业

支出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本化投资支出定义为绿色投资，而将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支出中与

环境保护相关的费用化支出定义为绿色费用。其中绿色投资主要表现为与企业生产建设全

过程相关的污染处理设备购进与改造、绿化工程等最终形成固定资产的投资支出，而绿色费

用主要表现为企业污染后的末端治理，例如排污费、污水处理及辅助车间费用、环境治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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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从企业管理费用明细中筛选出绿色费用数据，同时从企业在建工程明细中筛选出绿色投

资数据，并对企业绿色投资和绿色费用分别取对数处理。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机制变量

变量

lnpatent
lnPenalty

Age
lnasset
Lev
Roe

TbinQ
Soe

lnrdamt
lnpgdp
lngivst
lngfe

变量含义

绿色技术创新

环保执法强度

企业年龄

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收益率

托宾Q值

股权性质

企业研发投入

人均GDP
绿色投资

绿色费用

样本数

20879
20879
20879
20879
20879
20879
20879
20879
20879
20879
20879
20879

均值

0.371
0.027
12.020
13.070
0.440
0.067
1.994
0.397
6.965
11.040
1.726
1.018

中位数

0.000
0.000
11.000
12.890
0.435
0.069
1.587
0.000
8.230
11.130
0.000
0.000

最小值

0.000
0.000
2.000
8.431
0.007

-12.77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

3.434
1.611
30.000
18.100
1.037
1.883
8.790
1.000
14.600
12.010
17.850
11.540

标准差

0.752
0.198
6.748
1.306
0.204
0.171
1.334
0.489
3.652
0.885
3.383
2.340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使用泊松回归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事件发生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或空间间隔内；事件

之间是独立的；被解释变量只能取非负整数。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绿色专利数据，具有以

下特点：数据总体散布于正数范围内；企业绿色专利数据存在相当部分零值；数据整体呈现出

非负整数偏态分布。经过检验，数据满足泊松分布的三个条件，因此本文采用泊松分布模型

进行基准回归，除此之外，还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发现VIF中的

最大值为 2.21，远小于 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考虑到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时间滞后效应，因此对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做了滞后一期处理。

表2中列（1）表示仅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表2列（2）在列（1）的基础

上加入了企业年龄、企业总资产等企业特征控制变量，表2列（3）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了企

业所在地区人均GDP变量。表 2列（1）到列（3）中核心解释变量 LlnPenalty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环保执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这一

结论证实了假说1。在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LAge的回归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

明企业存续时间越长，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意愿越低，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年轻企业

相对于成熟企业创新意识更强，二是考虑到成熟企业可能存在组织僵化，因此对待革新性研

发项目的投资较为消极。企业总资产Llnasset、资产负债率LLev、净资产收益率LRoe以及企业

研发投入Llnrdam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越大，研发投入资金越多，则企业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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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即综合实力越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表2列（3）人均GDP系

数不显著，原因可能为在一些地区或行业，可能存在较低的环保意识和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企

业可能更多地专注于追求经济效益而非环境效益。企业绿色投资 lngivst的回归系数为0.044，
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绿色投资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费用 lng⁃
fe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绿色费用增加不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表2 泊松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lnPenalty

LAge

Llnasset

LLev

LRoe

LTbinQ

LSoe

Llnrdamt

Llnpgdp

Llngivst
Llngfe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Pseudo R2

（1）
lnpatent
0.405***
（0.041）

是

是

-1.351***
（0.056）
20879
0.008

（2）
lnpatent
0.112***
（0.042）
-0.035***
（0.002）
0.126***
（0.012）
0.450***
（0.075）
0.309***
（0.095）
-0.062***
（0.012）
0.048*

（0.029）
0.268***
（0.007）

是

是

-4.459***
（0.140）
20879
0.152

（3）
lnpatent
0.104**
（0.042）
-0.036***
（0.002）
0.109***
（0.012）
0.411***
（0.075）
0.274***
（0.095）
-0.051***
（0.012）
0.061**
（0.029）
0.267***
（0.007）
0.006

（0.018）
0.044***
（0.003）
-0.034***
（0.005）

是

是

-4.337***
（0.227）
20879
0.158

注：***、**、*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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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障本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依次采用包括替换被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提前多

期处理以及改变计量回归方法等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种稳健性检验为更换被解释变量，采取绿色专利的授权数量（lnauthp）代表绿色技术

创新能力，稳健性回归结果见附表1所示①，可以看出，企业受到环保执法之后，其绿色技术创

新能力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且该结果在加入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控制变

量后依旧显著，说明环保执法的确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为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提前多期处理。具体

而言，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行 t+1期，t+2期和 t+3期处理，分别表示为F1lnpatent、F2ln⁃
patent和F3lnpatent。在表3的结果中，经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后，观察到列（1）
至列（4）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环保执法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向

关系，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持续性影响。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Ⅱ

变量

Llnpenalty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Pseudo R2

（1）
lnpatent
0.112***
（0.042）

控制

是

是

-4.534***
（0.224）
20879
0.152

（2）
F1lnpatent
0.124***
（0.045）

控制

是

是

-4.604***
（0.236）
17531
0.154

（3）
F2lnpatent
0.118**
（0.054）

控制

是

是

-4.496***
（0.251）
14680
0.152

（4）
F3lnpatent
0.195***
（0.062）

控制

是

是

-4.527***
（0.269）
12114
0.147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具有说服力，进行了第三个稳健性检验，即改变计量回归方法。本文

先后采用负二项回归法和Tobit回归法进行基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所示。在控制时间固定

效应、行业固定效应以及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之后，可以看出列（1）和列（2）环保执法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更进一步证

实了假说 1。除此之外，为验证研究结论，进一步设置虚拟变量Pltytreat，若企业受到环保处

罚，则Pltytreat=1，若企业未受到环保处罚，则Pltytreat=0。表4中列（3）和列（4）分别为构建虚

拟变量之后Probit 回归和Logit回归的结果，Pltytreat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受到环保

处罚之后，其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① 因篇幅所限，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附表1所示。

72



2024年第1期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Ⅲ

变量

Llnpenalty

Pltytreat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1）
负二项

lnpatent
0.130**
（0.053）

控制

是

是

-5.285***
（0.284）
20879

（2）
Tobit

lnpatent
0.271***
（0.073）

控制

是

是

-6.529***
（0.351）
20879

（3）
Probit
lnpatent

0.168***
（0.047）

控制

是

是

-3.031***
（0.198）
20819

（4）
Logit

lnpatent

0.275***
（0.079）

控制

是

是

-4.994***
（0.343）
20819

（三）内生性问题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导致模型内生性的关键因素，而内生性的存在

通常会引发估计结果的偏差和不一致性。环保执法会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然而绿色技术

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遭遇环保执法的概率相对较低，因此环保执法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

间可能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借鉴陈晓艳等（2021）的做法，本文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项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核心解释变量与其滞后项相关；另一方面，由于滞后变量已经发

生，故为“前定”，与当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之间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释

变量为环保处罚金额的滞后一期项（Llnpenalty），因此工具变量（IV）为环保处罚金额的滞后两

期项（Llnpenalty2）。IV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著，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假设，第一阶段F值远大

于10，针对工具变量的弱工具变量检验（C-D Wald F）显著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选取较

为合理。附表2①中列（2）IV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环保执法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能力。

（四）机制分析

通过本文理论分析可知，环保执法会通过绿色投资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因此，

进一步选取企业绿色投资作为机制变量，实证检验环保执法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作用机

制，回归结果见表5所示。表5列（1）检验了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总体效应，环保

执法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保执法可以“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表5列（2）检验了

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效应，其中环保执法的系数Llnpenalty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

为正，表明企业受到环保处罚之后，其绿色投资额会显著增加。表5列（3）中环保执法和企业

①因篇幅所限，内生性分析结果见附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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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投资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环保执法、绿色投资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效

应存在，从而实证验证了假说2，即环保执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增加从而致使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其原因为当企业受到环保行政处罚之后，为维护声誉以及降低合规成

本，企业会进行清洁生产以及污染治理，这一过程会促使企业增加清洁生产设备的投入以及

改进污染治理技术，从而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表5 绿色投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lngreeninvest

Llnpenalty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Pseudo R2

（1）
lnpatent

0.112***
（0.042）

是

是

-4.534***
（0.224）
20879
0.152

（2）
lntgivst

0.153***
（0.020）

是

是

-1.380***
（0.085）
20879
0.077

（3）
lnpatent
0.103**
（0.042）
0.040***
（0.003）

是

是

-4.473***
（0.232）
20879
0.157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一部分企业在受到环保执法之后会采取“前端治理”手段，例如增加

企业绿色投资。而另一部分企业受到环保执法之后则会采取“末端治理”手段，例如增加企业

绿色费用。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环保执法会通过绿色费用从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

影响。因此，进一步选取绿色费用作为机制变量，实证检验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微观作用机制，回归结果见表6所示。表6列（1）结果同上，表6列（2）实证检验环保执法对企

表6 绿色费用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lngreenfee

Llnpenalty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Pseudo R2

（1）
lnpatent

0.112***
（0.042）

控制

是

是

-4.534***
（0.224）
20879
0.152

（2）
lngfe

0.280***
（0.026）

控制

是

是

-0.690***
（0.099）
20879
0.048

（3）
lnpatent
0.114***
（0.042）
-0.021***
（0.005）

控制

是

是

-4.462***
（0.221）
20879
0.152

74



2024年第1期

业绿色费用的影响效应，列（2）中环保执法的系数Llnpenalty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

企业受到环保处罚之后，其绿色费用会增加。表6列（3）环保执法和绿色费用的系数均显著，

表明影响效应存在，从而验证了假说3，即环保执法能够产生成本效应，增加企业绿色费用，从

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五）异质性分析

1. 基于股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是否因企业股权性质而不同，本文

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回归分析中将国有企业赋值为1（Soe=1），非国有企

业赋值为0（Soe=0），并且本文进一步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回归

结果见附表 3①所示。附表 3中列（1）环保执法回归系数（Llnpenalty）为 0.222，且在 1%的置信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受到环保处罚之后，其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附表 3
中列（2）非国有企业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说明环保执法对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出现差异主要有两点原因：（1）国有企

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资金实力更强，因此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技术用于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并且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国家的技术创新支持和补贴，从事高水平研发的动力更足。（2）
我国在实行环保目标责任制之后，很多官员的政绩与当地绿色发展水平挂钩，因此国有企业

在受到环保处罚之后更容易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通过比较附表3第（3）列和第（4）列的

数据可以看出中央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为 0.296，地方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为 0.179，分别在

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环保执法对中央国有企业的

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影响更大，同时说明中央国有企业相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在面临环保处罚时

更发挥着率先垂范作用。

2. 行业污染程度异质性检验结果

为深入研究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因行业污染程度而存在异质性，本

研究对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将其划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并对重污染行业进

行了进一步分类（详见附表4②）。表7中列（1）显示，重污染行业系数（Llnpenalty）为0.257，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重污染行业中，企业受到环保行政处罚后，绿色技术创新会

显著增加。然而，在列（2）中，非重污染行业系数（Llnpenalty）虽为正数但不具有显著性，这表

明环保执法对非重污染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

业更容易受到环保行政处罚，这导致了更大的排污成本，因此，重污染行业更倾向于采取绿色

技术创新以降低合规成本。此外，本研究进一步对重污染行业进行了子行业细分，包括采矿

①因篇幅所限，基于股权性质异质性分析结果见附表3所示。

② 因篇幅所限，重污染行业分类结果见附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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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及燃气供应业。这些子行业中，制造业的系数为0. 244，在1%的置信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在重污染行业中，制造业对环保行政处罚更为敏感。因此，在受到环保

行政处罚之后，制造业更倾向于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并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表7 行业污染程度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Llnpenalty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Pseudo R2

（1）
重污染行业

0.257***
（0.056）

控制

是

是

-7.688***
（0.415）

6269
0.154

（2）
非重污染行业

0.030
（0.067）

控制

是

是

-2.328***
（0.273）
14610
0.179

（3）
重污染-采矿业

-0.025
（0.177）

控制

是

是

-8.909***
（1.187）

482
0.327

（4）
重污染-制造业

0.244***
（0.061）

控制

是

是

-7.754***
（0.491）

5228
0.132

（5）
重污染-电力、热
力燃气供应业

0.295
（0.356）

控制

是

是

-18.389***
（2.594）

559
0.245

3. 绿色专利质量和绿色专利数量的异质性检验

为探究环保执法是否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本文进一步研究环保执法对企业

绿色专利质量和绿色专利数量的影响，将绿色专利质量划分为绿色申请专利质量（lnapqlty）和
绿色授权专利质量（lnauqlty）。本文通过绿色专利被引用次数衡量绿色专利质量，绿色专利

被引用次数越多，说明绿色专利的质量越高。表8中列（1）和列（2）中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环保执法显著促进了绿色申请专利数量和绿色授权专利数量的增加。表 8中列（3）和列

（4）中回归系数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环保执法虽然促进了绿色专利数量增加，但

并没有促使绿色专利质量提高。环保执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表8 绿色专利数量-质量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Llnpenalty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Pseudo R2

（1）
绿色申请专利数量

0.112***
（0.042）

控制

是

是

-4.534***
（0.224）
20879
0.152

（2）
绿色授权专利数量

0.103**
（0.041）

控制

是

是

-5.020***
（0.221）
20879
0.159

（3）
绿色申请专利质量

-0.120***
（0.038）

控制

是

是

-7.052***
（0.198）
20879
0.185

（4）
绿色授权专利质量

-0.164***
（0.058）

控制

是

是

-8.101***
（0.283）
20879
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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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环保执法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补偿止于行政处罚的上限，容易导致一部分企业仅仅追求

“达标”，即创新活动产生的收益趋向于“不达标”所导致的惩罚性成本，从而对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活动的质量提升缺乏一定的激励。

4. 环保执法类型异质性检验

为探究不同的环保执法类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本文依据公众环

境研究中心（IPE）以及多个省份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计分标准，进一步将环保执法的类型

划分为四类：罚款类①、警告类②、没收查封限产停产类③以及其他类④。表9变量PenaltyTreat表

示企业是否属于“罚款类”环保行政处罚，若属于“罚款类”环保行政处罚，则PenaltyTreat赋值

为1，反之为0；WarnTreat、CCSTreat、OtherTreat分别表示“警告类”“没收查封扣押类”以及“其

他类”环保行政处罚，若分别属于以上几类，则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利用Probit模型分别

对上述四类环保执法类型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9所示。表9中列（1）、列（2）和列（3）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罚款类、警告类以及没收查封扣押类环保行政处罚均会促进企

①罚款类主要包括含“罚款”字眼的环保行政处罚。

②警告类主要包括“事件公告”“监管关注”“警告,严重违法记录”。其中警告类环境违法行为也参照 IPE

中企业违规记录出具的处罚结果，由作者手工整理所得。

③没收查封停业类主要包括“实施查封、扣押”“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以及“责令限制生产、责令

停产整治”以及“责令停止建设”等环保行政处罚。

④其他类指除“罚款类”“警告类”以及“没收查封停业类”以外的环保行政处罚。

表9 环保执法类型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PenaltyTreat

WarnTreat

CCSTreat

OtherTreat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Pseudo R2

（1）
lnpatent
0.252***
（0.064）

控制

是

是

-3.027***
（0.199）
20819
0.138

（2）
lnpatent

0.561***
（0.125）

控制

是

是

-3.052***
（0.199）
20819
0.138

（3）
lnpatent

0.803**
（0.389）

控制

是

是

-3.038***
（0.198）
20819
0.137

（4）
lnpatent

0.061
（0.156）

控制

是

是

-3.040***
（0.198）
20819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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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绿色技术创新，相较于警告类和罚款类环保处罚，没收查封扣押类环保处罚的回归系数为

0.803，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测试，说明从生产角度考虑，企业为了避免由于环境违规影响

生产，往往更愿意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表9列（4）其他类行政处罚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

著，说明其他类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六、环保执法对绿色投资及绿色费用的长期效应

图2显示环保执法既会增加企业绿色投资，也会增加企业绿色费用。参考王辉等（2022）
的做法，考虑到环保执法对企业行为决策可能存在持续影响，进一步在回归模型中生成绿色

投资和绿色费用的前置项，其中F表示前置一期，F2表示前置二期，环保执法对绿色投资和绿

色费用的持续影响效应见图2所示。图2中 lngfe、Flngfe和F2lngf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企业受到环保执法后的3年内，企业绿色费用持续增加。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受到环保处罚之

后会采取补偿手段积极进行环境合规行为，这一过程会产生清洁费、排污费以及资源补偿费

等末端治理费用。图2中 lngivst、Flngivst和F2lngiv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受到环保

执法后的三年内，其绿色投资也会持续增加。图2中 lngivst、Flngivst和F2lngivst的回归系数随

着时间趋势增大，说明企业受到环保处罚后的三年内，环保处罚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绿色

投资增加幅度随时间趋势越来越大。这表明，企业受到环保处罚之后会随着时间趋势不断增

加绿色投资，进行清洁化生产以及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而这一过程也会不断促进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Lln
pe
na
lty

估
计

系
数

0.4

0.3

0.2

0.1

0
F2lngivstFlngivstlngivstF2IngfeFlngfelngfe

图2 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投资和绿色费用的长期效应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环保处罚金额作为环保执法的代理变量，手工搜集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环

保行政处罚数据和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利用泊松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执法对企业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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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技术创新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保执法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在进行更换被解释变量、改变计量回归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以环保处罚滞后两期

项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第二，环保执法能够产生创新补偿效应，通

过促进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进而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投资是环保执法促进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长期且稳定的机制。除此之外，环保执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的绿色费用，

绿色费用的增加会挤占企业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资本投入，产生成本效应，进而抑制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第三，股权异质性方面，国有企业受到环保处罚之后，其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更为

明显。行业污染程度异质性方面，与非重污染行业相比，环保执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活动的作用更为显著，更进一步，相较与重污染行业中的采矿业和电力、热力及燃气供应业

企业，环保执法对重污染行业中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作用更显著。绿色专利数量及

质量异质性分析方面，环保执法在促进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增加的同时，并没有促进企业绿色

专利质量提高，并且这一结果不仅体现在绿色申请专利质量上，更体现在绿色授权专利质量

上。环保执法类型异质性方面，罚款类、警告类以及没收查封扣押类环保行政处罚均会促进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相较于警告类和罚款类环保处罚，没收查封扣押类环保处罚对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显著。第四，进一步分析表明环保执法对企业绿色投资和绿色费用的影响

具有长期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继续深化环保执法体制。文章实证结果表明环保执法可

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当前环境问题作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

现阶段尤为复杂和突出，而相对于市场型环境规制，环保执法具有强约束力和惩治力，环保行

政处罚能够对企业污染排放行为产生震慑作用，促使企业研发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技术，改善

环境治理。因此我国要继续推行并深化环保执法体制，一是要深化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方

面，继续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环境行政处罚等相关制度设计，建立环保执法的长效工作机

制。二是要强化监管执法，在监管执法方面，应依法加大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督和查处力度，

提高执法效能，推进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从制度设计和监管执法层面加大企

业违规成本，降低环境违法事件，助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第二，制定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增加绿色投资。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投资有助于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投资也是环保执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长期且稳定的机制。

绿色投资不仅是一种具有独特环境目标的企业投资，也是实现生态保护和企业经济效益之间

平衡的一种途径。从企业角度，企业作为污染物排放的主体，应当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

责任，加大绿色投资力度，改善企业环境治理。从政策制定者角度，由于绿色投资具有周期长

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因此企业面临绿色投资决策时，可能会倾向于保守，因此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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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企业增加绿色投资，如提供税收优惠、补贴和其他经济激励，这可以包括

对环保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或对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给予奖励，从而实现企业环境保护和经

济效益之间的双赢。

第三，制定差异化环保执法措施，以发挥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

结果表明，环保执法对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更为明显，而对非重污

染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收效甚微，对重污染企业以及非重污染企业执行

同等的环保执法措施可能会产生“一刀切”的现象。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企业污染程度以及企

业产权性质执行差异化环保执法手段，比如增加对于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合规

行为的关注度，发挥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带动作用。除此之外，我国要进一步完善“警告类”

“罚款类”以及“没收查封扣押类”环保执法体系，适度发挥没收查封扣押类环保执法对企业违

规行为的震慑作用，激励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第四，注重改善绿色专利质量，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环保

执法在促进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绿色专利质量的下滑。然而绿色技

术创新“增量提质”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以及平衡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尤为重要。为实

现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一方面要积极发挥环保补助、税收等经济手段刺激企业研发绿

色生产技术，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应当完善绿色专利质量的评估机制，将企业绿

色专利质量纳入政府政策补助的重要评价标准，同时也应当对高价值的专利技术给予资金支

持，进一步提升绿色专利质量，更好的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在实现“美丽中国”目标中的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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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1 稳健性检验结果Ⅰ

附表2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

变量

Llnpenalty2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P-Value
F
R2

样本量

（1）IV第一阶段
Llnpenalty
0.314***
（0.007）

控制

是

是

0.0000
197
0.153
20879

（2）IV第二阶段lnpatent
0.271***
（0.054）

控制

是

是

0.0001
199
0.160
20879

变量

Llnpenalty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Pseudo R2

（1）
lnauthp
0.417***
（0.041）

是

是

-1.335***
（0.055）
20879
0.009

（2）
lnauthp
0.103**
（0.041）

是

是

-4.908***
（0.137）
20879
0.159

（3）
lnauthp
0.094**
（0.041）

是

是

-4.804***
（0.223）
20879
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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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基于股权性质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Llnpenalty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Pseudo R2

（1）
国有企业

lnpatent
0.222***
（0.050）

控制

是

是

-3.827***
（0.332）
8334
0.189

（2）
非国有企业

lnpatent
-0.035

（0.082）
控制

是

是

-5.726***
（0.389）
12545
0.137

（3）
中央国有企业

lnpatent
0.296***
（0.073）

控制

是

是

-2.908***
（0.557）

2767
0.125

（4）
地方国有企业

lnpatent
0.179**
（0.071）

控制

是

是

-5.474***
（0.500）
5567
0.242

附表4 16种重污染行业划分

B
重污染-采矿业

C
重污染-制造业

D
重污染-电力、热力燃气供应

B06
B07
B08
B09
C17
C19
C22
C25
C26
C27
C28
C30
C31
C32
C33
D4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纺织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以及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办函[2010]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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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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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hool of Business,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catalyst for propelling high-quality eco-

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this context,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characterized as a "hard constraint," raises

the question of its potential efficacy in foster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in green technologies. Grounded in corpo-

rate-level environmental penalty data spanning the years 2010-2020 and green patent data from listed companies,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utilizes a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to scrutinize the impact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ong with its micro-level operative mechanisms. The re-

search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 law enforcement demonstrates a propensity to stimulat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at the corporate level, a conclusion robustly upheld through a battery of sensitivity analyses involving the replace-

ment of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lterations in econometric regression methodologie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engenders an innovation compensation effect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acting as a stimulus for companies to augment green investments, thereby facilitating endeavors i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ver the long term, green investment emerges as a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consistently and durably fosters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law en-

forcement manifests a cost effect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environmental penalties are found to

escalate a company's green expenditures, consequently exerting a moderating influence on the pursuit of green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a more pronounced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ose entitie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Despite the observed stimulation in the quantity of corporate green patents, environmental law en-

forcement does not concurrently elevate the quality of such patents. In contrast to warning-oriented and fine-based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the confiscation, sealing, and seizure approach demonstrates a heightened capacity

for deterrent impact, thereby serving as an incentivizing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to undertake innovations in green

technologies. In its entirety, this study provides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comprehending the impetus driv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le concurrently offering scholarly substanti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guidance for the

refin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framework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Green Investment; Green Cos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L10, Q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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